
企业创新行为差异

与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效应
*

苗文龙 何德旭 周 潮

内容提要: 政府为推进本国技术创新而发生的财政支出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

响。本文基于这一事实，构建包含企业创新行为差异的简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得出: 由于技术创新密度不同，企业可分为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技术创新

型企业提高技术研发投资比重，虽然不一定能迅速实现经济产出的提高，却可以推动本国

经济从传统的粗放投资型转化为高质量的技术创新型。在一定时期内，政府技术创新支

出是企业技术创新支出增加的主要外在推动力，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对宏观

经济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正向作用，但具体效果还取决于企业创新投入情况。相比较而言，

当创新企业技术投入率达到一定界值时，政府技术创新支出的效率会更高。这些结论对

完善创新政策、改进市场规则、进一步提升创新效率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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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者们对中国 3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解释主要有后发技术优势说、人口红利说、制度改革说等(林毅夫等，1995)。

一、引 言

技术创新不仅是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而且可以有力地解释和描绘经济周期波

动规律。近年来，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困难是技术模仿便利的逐渐消失，①而这种便利是改革开放

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寻求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成为第一理念;党的十九

大报告将创新定位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技术创新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创新内容之一。
企业家是创新的开拓者，需要一定的经济金融环境。一国推进技术创新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

是企业创新投资的决策函数，而居民的资本供给是影响企业决策函数的外部条件;二是政府导向和

财政扶助政策，特别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解决技术研发与创新问题，就是在遵循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取市场竞争优势(Grossman ＆ Helpman，1991) 和暂时性垄断利润(Aghion ＆
Howitt，1992)的基础上，主要依赖于金融制度对研发项目进行筛选投资和风险管理 ( Jian et al．，
2004);而且，普遍运用财政补贴政 策，鼓 励 企 业 增 加 创 新 研 发 投 入 (Aschhoff，2009;Ozcelik ＆
Taymaz，2008)。中国解决技术创新必然借助于财政政策的助推，作用的微观基础便是居民效用函

数和企业投资函数。因此，基于居民投资偏好和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特征，研究不同技术创新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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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①的财政政策助推效应，对提升政策的技术创新助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当技术创新具有外部性并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实力的战略措施时，政府采用一定的措施提升企

业研发效率，便具有了公共政策的性质，此时也必然面临政策的效果评价和最优边界问题。政府对

技术创新的推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技术创新行业采取税收优惠鼓励企业技术研发;二是

通过财政直接投资研发项目实现技术创新;三是通过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现

有文献一般认为，税收优惠减免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显著推进作用(戴晨和刘怡，2008)，而对

于财政直接投资、贷款贴息和无偿资助等措施，则存在较大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政府技术创新补贴

对企业私人研发投资具有挤入互补效应(Diamond，1999;Wolff ＆ Ｒeinthaler，2008;Aschhoff，2009;

Czarnitzki et al．，2011;Howell，2015)，有的学者实证得出具有挤出替代效应(Mamuneas ＆ Nadiri，
1996;Hall et al．，2000;Gorg ＆ Strobl，2007;Acemoglu et al．，2018)。如果归因于他们研究数据样本的

差异(各自以美国、OECD15 国、欧洲、加拿大、德国、比利时、挪威相关数据为基础)，国内一些代表

性文献针对同样的中国数据样本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例如，Zhu ＆ Lundin(2006) 利用

中国行业数据实证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当期行业研发投入造成的是互补效应，而在滞后期两者呈

现的是倒 U 型关系。陆国庆等(2014)实证结果显示，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补贴绩效是显著

的，创新的外溢效应也是显著的;政府创新补贴对单个企业的产出绩效作用有限。张杰等(2015)

实证得出，政府的贷款贴息补贴政策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挤入互补效应，而无偿资助型的政

府创新补贴政策则不能促进企业研发的提升。
从已有的代表性研究来看，不仅中国现有的政府技术创新政策效果存在一定争议，而且发达国

家相关政策的效率也值得商榷。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保持经济增速不变的情况下，原来以建设投

资为主的经济体系能否通过提高政府技术创新支出迅速转型为科技创新为主的经济体系。因此，

刻画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函数，在一国经济整体框架中研究财政助推技术创新政策，对提升技术创新

效率与技术进步速度，不仅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

做出贡献:一是考虑不同行业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创新投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技术创新效率，

将企业分为两类:技术创新型和技术稳定型，②分别设计企业的生产函数，并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模型(DSGE)框架下求解均衡，考察政府技术创新政策的经济效果，为降低未来政策制定偏差提供

参考。二是在 DSGE 模型中研究居民基于资本利润率配置资本投资结构的动态决策对两类企业资

本结构变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三是将政府支出分为技术创新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在 DSGE
模型框架下求解均衡，不仅考虑了政府技术创新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分别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及

产出的影响，而且分析了这两类政府支出的其他宏观经济效应，为两者之间的全面权衡和调整提供

参考。

二、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差异的典型事实

居民的投资选择和政府的技术创新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外源性资金，进而影响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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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沿用于林毅夫等(2009)提出的观点“达到技术前沿的产业，技术和产品都更加成熟，创新研发的密度及相应的

风险都相对更低”。
技术创新型企业具有前沿技术创新的内生性，必须依靠自身的技术创新实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技术稳定型企业主要

指未达到技术前沿的、属于当前社会发展比较成型的行业，技术和产品都更加成熟，现有的技术水平基本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研

发密度较低。技术创新行业同技术密集型行业较为近似，即在生产结构中，技术知识所占比重大，科研费用高，例如新兴的电子计

算机工业、机器人工业、航天工业、生物技术工业、新材料工业等，这些行业技术创新速度快、技术密度高。就作者掌握的文献看，

目前仍缺少精确的行业分类界定，属于一个开放型概念。本文初步分为两类行业，但未做到对各个样本行业都能精确界定属于技

术创新型还是技术稳定型;比较明确的是，技术投入率较高和较低两端的行业分别属于技术创新型行业和技术稳定型行业，据此

也可以比较确定地将企业分为技术创新型和技术稳定型两类。



投资行为。影响居民投资行为的核心因素是投资收益率，观察政府技术创新政策的重要变量是政

府技术创新支出。这一部分根据经验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GMM) 方法实证分析居民投资收益

率、政府技术创新支出与不同类型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数量关系。
(一)数据与变量

根据企业的生产函数，观察其技术水平的主要变量是技术投入率。因此，本文以企业技术投入

率替代企业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主要因素是本企业的利润状况、
居民投资行为和其他外源性资金的充足程度。企业利润率与居民投资收益率正相关，企业利润率

高时，居民投资企业股权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率也高、居民投资增加。因此，相关的解释变量主要是

政府技术创新投资比例和企业销售利润率。根据变量之间的关系，简单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的计量

模型为:

Tet = φ0 +∑
n

i1 = 0
φi1Tet－i1 +∑

n

i2 = 0
φi2Gm，t －i2 +∑

n

i3 = 0
φi3SIt－i3 + εt (1)

其中，Tet 为企业技术投入率，Tet － i1为滞后 i1 期的企业技术投入率。Gm，t － i2为滞后 i2 期的政府技术

创新支出规模，①2007 年 1 月后，以 Wind 数据库中教育支出加上科技支出之和表示;在 2000 年 1
月—2006 年 12 月之间，该指标数据由 Wind 数据库中公共财政支出月度数据分别乘以对应年度的

比率估算得出。② SIt － i3为滞后 i3 期的企业销售利润率，代表企业经营因素以及居民投资收益情况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样本数据时间段为 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为提高分析准确性，我们将研究定位在统计数据较为全面和连续的行业层面，13 个代表性行

业的技术投入率数据统计为表 1。
表 1 13 类行业技术投入比率的描述统计

技术投入比率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P 值 技术投入比率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P 值

commt 3. 6125 4. 0740 3. 4444 0. 0000 buildt 0. 4501 2. 4222 － 4. 0200 0. 0000
cart 1. 8878 1. 4440 － 3. 7942 0. 0000 pat 0. 4104 1. 5607 － 3. 2477 0. 0000
medit 1. 8437 1. 0904 0. 3916 0. 0002 trant 0. 0626 0. 6212 － 3. 5274 0. 0000
spint 1. 0438 0. 9778 2. 2290 0. 0000 foodt － 0. 0063 2. 1147 － 4. 4169 0. 0000
cult 0. 8873 0. 7258 2. 1106 0. 0000 nmt － 0. 0063 2. 8010 － 4. 3389 0. 0000
chemt 0. 8624 1. 9439 － 3. 0014 0. 0000 agrit － 0. 1439 2. 8725 － 4. 3662 0. 0000
wst 0. 6935 1. 3468 3. 8550 0. 0000

注:在行业划分上有多种方法，本文主要采用 Wind 数据库 24 个二级行业的划分标准。为了统一数据时段、提高数据结果的

可比性，从 24 个行业中选择纺织业 spint、化学工业 chemt、建材工业 buildt、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trant、农业 agrit、批发零售贸易

业 wst、汽车制造业 cart、食品工业 foodt、通讯设备制造业 commt、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cult、医药工业 medit、有色金属采矿业 nmt、造

纸及纸制品业 pat 等 13 个行业。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不同行业的技术投入率存在明显差异:技术投入率比较高的行业是通讯设

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医药工业，较低的行业是农业、食品、建筑材料和交通运输，有色金属冶炼上

升趋势显著。这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较为相符，技术投入率较高的行业，技术更新速度较快，技

术投入率较低的行业，技术发展比较成熟、技术创新密度较低。行业技术投入率高低可以较高程度

上反映出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差异。结合龚强等(2014)、张一林等(2016)、苗文龙等(2018)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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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政府技术创新支出主要指政府用于推动本国技术创新的科学技术支出，内容包括重点基础研究规划、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重大科学工程、专项基础科研、专项技术基础等基础研究类支出，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等应用

研究支出，试验发展支出，以及科学技术普及和交流等支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支出等。
根据 2000—2006 年的年度数据计算，教育支出加上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的均值为 0. 1341，最小值为 0. 1312，最

大值为 0. 1362。



究结果，可得到事实 1:基于技术投入率的不同，可以把生产部门划分技术创新型行业与技术稳定

型行业，相应行业的企业分别为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①

(二)计量结果

据上述数据，我们选择通讯设备制造业、医药工业、汽车制造业代表技术创新行业，选择农业、
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代表技术稳定行业。采用 GMM 方法，经过多次试验，选择最显著的分析结果

整理如表 2，对于不显著的变量不再列入和分析。分析表 2 可知:

1． 企业销售利润率对其技术创新投资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企业利润率对技术投入率的解

释系数为 0. 0019，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其经济含义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以企业自身利润为主

的内源融资是企业创新投资的重要渠道。具体而言，对于技术创新型行业，销售利润率对企业技术

投入率的正向解释作用较低一些，解释系数为 0. 0014;对于技术稳定型行业，销售利润率对技术投

入率的解释系数较高一些，解释系数为 0. 0128。其原因可能在于，本文选择的技术创新行业样本，

企业销售利润率较低，而技术投入率较高，前者对后者的解释程度较低。这从另一角度证明，技术

创新型企业在特定时期需要更多的外源性融资。二是社会投资者根据企业利润率决定下一步投资

计划，影响企业外源性融资规模，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对于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利润率较高

的企业，股票价格会表现良好，社会投资者会选择利润高的企业进行投资，增加了企业技术创新的

资金来源(苗文龙等，2018)。由此分析，可以得出事实 2:企业利润率是企业创新投资增加的内在

源泉，销售利润率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发挥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社会投资者根据企业利润率

变化调整投资结构，影响两类企业的资本比例和技术创新投资。
表 2 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影响因素计量检验

行业变量 6 个行业 技术创新业 技术稳定业

Tet － 1
1. 3145＊＊＊

［108. 4809］
1. 3173＊＊＊

［76. 9707］
1. 1554＊＊＊

［7. 8941］

Tet － 3
－ 0. 3409＊＊＊

［－ 34. 025］
－ 0. 3433＊＊＊

［－ 24. 2209］
－ 0. 2237＊＊

［－ 1. 9658］

Gmt
0. 0002＊＊＊

［4. 0914］
0. 0003＊＊＊

［4. 0237］
0. 0001*

［1. 8099］

SIt
0. 0019＊＊＊

［4. 6157］
0. 0014＊＊＊

［2. 5981］
0. 0128＊＊

［2. 0328］
调整的 Ｒ2 0. 9962 0. 9949 0. 9953

D － W 值 2. 1699 2. 1904 2. 0658

注:* 表示 10% 的显著水平，＊＊表示 5% 的显著水平，＊＊＊表示 1% 的显著水平。

2． 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是企业创新投资的主要外在推动力。从理论上分析，政府补贴类的政策

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应，可能体现为创新成本降低、政府有效筛选等机制

导致的促进效应，亦可能体现为逆向选择、传递市场竞争信号、攫取优惠政策等机制导致的抑制效

应(张杰和郑文平，2018)。本文实证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技术创新型行业还是技术稳定型行业，

政府技术创新支出对企业技术投入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相对而言，政府技术创新支出对技术创新

型行业的技术投入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这表明我国近年来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与政府的大力

扶持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正向作用毋庸置疑。这一结论与陆国庆等(2014) 研究结论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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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cemoglu et al． (2018)根据美国企业微观层面的产出、研发和专利的普查数据，从企业创新能力角度分为高类型(high-
type firms)和低类型企业( low-type firms)，本文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角度分为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与其视角一样，字

面意思更为直观。



与张杰等(2015)实证结论不太一致。①② 由此推论，可以得到事实 3: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是企业创

新投资的主要外部动力，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于技术创新型企业。
此外，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惯性依赖。表 2 显示，无论是从总体角度分析，还是从技术创

新型行业和技术稳定型行业分别分析，技术投入率滞后 1 期的解释系数的显著水平在 1% 以上。
这表明，特定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积累效应和路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技术投入率具有一定

的变动性，滞后 3 期的企业技术投入率的解释系数为负，技术创新型行业和技术稳定型行业都表现

出这一特征。这意味着原来技术投入率较高的企业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降低技术投入率。因

此，政府为了减少支持企业创新活动的资金风险，会倾向于选择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并且容易创新成

功的企业(Aerts ＆ Schmidtb，2006)，有时会依据企业是否具有专利发明等信息作为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的信号和条件(张杰等，2015)。

三、模型与均衡

这一部分根据上面的经验事实，构建包含居民部门、技术创新型企业部门、技术稳定型企业部

门和政府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居民进行消费、投资和劳动供给决策。企业进行生产并

提供消费品，具体分为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分别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劳动，并在各

自前期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向居民部门直接融资用于满足生产的需要。根据新产品上市的流通环

节，技术创新型企业位于产业链的上游，所生产的产品满足产业链下游技术稳定型企业的生产需求

和政府投资需求。政府部门满足财政预算平衡约束，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政府支出主要包括

技术创新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各部门具体决策如下:

(一)居民

居民的效用取决于消费、劳动和投资回报。其中，居民可以向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

业供给劳动并获得工资收入。为突出研究重点，我们假设劳动力在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

企业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且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统一的实际工资。居民部门的部分工资收入用于股

权投资以平滑消费，所消费的商品假定为位于产业链下游的技术稳定型企业③生产的最终产品。

居民的最大化目标函数为:maxEt∑
∞

t = 0
βt［(C1 － σ

t － 1) /(1 － σ) － ηHt］。其中，Et 代表期望算子，β 代表

跨期贴现因子，Ct 是个人第 t 期的消费，σ 是消费风险规避系数，Ht 是个人第 t 期劳动投入量，η 描

述了劳动带来的负效用。居民预算约束为:Ct +［Km( t + 1) － (1 － δm)Kmt］+［Kc( t + 1) － (1 － δc)Kct］=
WtHt + ＲtKt － Tht。其中，Tht是居民缴纳的税金，Wt 为工资;居民投资企业股权 It，用于技术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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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他们认为“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的作用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无偿资助型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则不能促进企

业私人研发的提升”。其原因在于，本文数据是宏观数据，他们主要验证的是中小企业数据，但他们的研究结论提示决策者，不能

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对企业的创新补贴增加、企业研发投资必然增加。
不可否认，本文这一结论的局限是，企业技术投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企业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的提升，下文的研究在一

定程度上假设了企业技术投资增加与企业创新水平提高具有正向关系。而从实际经验来看，近年来地方政府相继实施的创新政

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创新质量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数量上升，发明专利型创新却未得到显著的提升( 黎文靖和郑曼

妮，2016)。
本文将技术创新型企业假定为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原因有二:一是根据专利类型(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本文研究

的技术创新主要指发明，根据《专利法》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具体包括产品发明(开发出来的

关于各种新产品、新材料、新物质等的技术方案)和方法发明(制造产品或解决某个技术课题而研究开发出来的操作方法，制造方

法以及工艺流程等技术方案)。相对而言，这些发明大多用于产业链中上游。二是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在于论证企业技术创新具有

异质性，所用数据并非包括了所有的技术创新行业，上面提到的通讯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两大行业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这些行

业的产品既有下游商品，亦有很大比例的上游产品;同时，由于数据时段限制和行业细分程度限制，本文的样本行业未包括技术创

新度较高的军工、精密仪器、电子仪器等行业，这些行业多是上游行业。当然，这样将技术创新型企业全部假定为上游企业具有一

定的局限，但不影响对这种经济关系的分析。



企业投资［Km( t + 1) － (1 － δm)Kmt］和技术稳定型企业投资［Kc( t + 1) － (1 － δc)Kct］，δm 表示技术创新

企业资本折旧率，δc 表示技术稳定企业资本折旧率。Ｒmt表示技术创新型企业的资本利润率，Ｒct表

示技术稳定型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居民投资收益率等于两类企业资本利润率的加权平均，权重为

两类企业的资产比重，此时存在:Ｒt = KmtＲmt /(Kmt + Kct) + KctＲct /(Kmt + Kct)。综合的资本利润满足

条件 ＲtKt = ＲmtKmt + ＲctKct，Kt = Kmt + Kct。其经济含义在于:居民根据自身对投资收益率的预期、技
术创新型企业资本利润率和技术稳定型企业资本利润率进行资金结构配置。这意味着居民投资行

为变化不仅表现为投资总量的变化和投资结构的变化，还通过股权性资产投资结构影响不同类型

企业的投资比重和资本比重，而两类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和资本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居民的投资资

产决策调整，最后取得资本市场平衡。
居民最优决策是根据拉格朗日函数求解关于 Ct、Ht、Km( t + 1)、Kc( t + 1) 的一阶导数并令之为 0，居

民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分别为:C － σ
t = － λ t、－ η /λ t = Wt、λ t = βEtλ t + 1 ［(1 － δm) + Ｒm( t + 1) ］、λ t =

βEtλ t + 1［(1 － δc) + Ｒc( t + 1) ］。根据 C － σ
t = － λt得到消费的欧拉方程:1 /Cσt = Etβ /Cσt + 1。将 － η /λ t =

Wt 代入 C － σ
t = － λ t得出:Wt = ηCt;其经济含义为:居民消费水平与居民当期的工资收入水平具有

直接的正向关系。将 C － σ
t = － λt带入 λt = βEtλt +1［(1 － δm) + Ｒm( t +1)］得出:Ct +1 /Ct = βEt［(1 － δm) +

Ｒm( t +1)］
1 /σ;其经济含义为:居民消费增长率与预期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的资本利

润率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将 － η /λ t = Wt 带入 λ t = βEtλ t + 1 ［(1 － δc) + Ｒc( t + 1)］得出:Wt + 1 /Wt =
βEt［(1 － δc) + Ｒc( t + 1) ］;其经济含义为:居民工资增长率情况与预期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

型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
(二)企业

1． 技术创新型企业

位于产业链上游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在经济体系中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劳动并直接融进资

金，并将技术创新产品销售给政府和下游技术稳定型企业。因此，设计技术创新型企业的生产函数

为:Ymt = A0(ztKmtGmt)
φKGt

αG［(1 － zt)Kmt］
αmHmt

1 － αm，利润函数为:maxA0( ztKmtGmt)
φKGt

αG［(1 － zt)
Kmt］

αmHmt
1 － αm － ＲmtKmt － WtHmt。该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对产出具有重要影响，技术水平表示为研

发投资 ztKmtGmt的幂函数，ztKmt为企业内源性技术创新投资;Gmt为政府对企业创新投资的资助，①

Gmt ＞ 0;zt 表示技术创新资本占技术创新型企业总资本的比率;并且 0 ＜ φ ＜ 1，表明技术创新型企

业的研发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生产函数的经济含义在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积累优势，技术水

平取决于前期持续、累积的研发投资，否则只能发挥模仿便利、成为技术稳定型企业，而不是技术

创新企业。KGt测度了政府所投入的公共资本存量，αG 表示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在经济体系

中，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共同享受和拥有政府所投入的公共资本存量 KGt。政府所

投入的公共资本存量 KGt的积累方程为:KGt = (1 － δG)KGt － 1 + GPt。其中，δG 表示政府公共资本的

折旧率，GPt表示政府当期的经济建设支出。技术创新型企业与技术稳定型企业之间存在创新产

品销售关系。
技术创新型企业雇佣劳动力并支付给劳动工资，劳动的边际利润为 0 时，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

产出，技术创新型企业所得税税率表示为 τm，此时 Wt 具体表示为:Wt = (1 － αm)Ym t /Hmt。进而得

到技术创新型企业资本利润率为:Ｒmt = (1 － τm)(φ + αm)Ym t /K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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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府技术创新支出形式较为多样，经费使用主体包括各类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根据 2018 年 10 月国家统

计局及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的研发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 77. 6%、13. 8% 和 7. 2%。尽管政府属研

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与企业性质不同，但与企业一样遵循投入产出效率最大化原则。为简化分析和突出重点，本文假定政府技术创

新支出都投资到技术创新型企业。



2． 技术稳定型企业

位于产业链下游的技术稳定型企业在经济体系中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劳动并直接融进资

金，以及购买上游技术创新型企业生产的产品来进行生产活动。同时，技术稳定型企业的资本全部

用于经营生产，不像技术创新型企业那样用一部分( zt)资本和投资进行技术研发，政府不对这一部

分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投资 Gmt。因此，技术稳定型企业的生产函数为:Yc t = KGt
αGKct

αcHct
1 － αc － γYγ

c － mt，

利润目标函数为:maxKGt
αGKct

αcHct
1 － αc － γYγ

c － mt － ＲctKct － WtHct － PtYc － mt。其中，Hct表示技术稳定型企

业 t 期投入的劳动量，Kct表示投入的资本量，1 － αc － γ 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αc 表示资本的产出弹

性，Yc － mt表示它对上游技术创新型企业产品的需求，PtYc － mt表示它购买技术创新型企业产品的支

出。γ 衡量了技术创新产品对技术稳定型企业生产的重要性。γ 越大，意味着技术创新对包括技

术稳定在内的企业部门越重要，产业之间关联程度越高( 吴洪鹏和刘璐，2007;吕炜等，2016)。技

术稳定型企业对技术创新型企业的产品需求表示为:γYct /Yc － mt = Pt。Pt 为创新企业产品的价格。
由此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稳定型企业与技术创新型企业间的关联性与创新产品价

格正相关。技术稳定型企业在劳动市场上雇佣劳动的最优量满足条件———支付给单位劳动的工资

等于其边际产出。因此，技术稳定型企业的劳动需求为:Hct = (1 － αc － γ)Yct /Wt。考虑到技术稳定

型企业税负(税率为 τc ) 后，技术稳定型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可表示为:Ｒct = (1 － τc ) αc (1 － γ)

Yct /Kct。
(三)政府政策与行为

根据我们研究的侧重点，政府职能定位是将税收主要用于技术创新支出 Gmt 和经济建设支出

GPt，税收来源是居民个人缴纳的 Tht、技术创新型企业缴纳的 Tmt和技术稳定型企业缴纳的 Tct，政府

预算约束条件为:Tht + Tmt + Tct = PtGpt + Gmt。其中，Tmt = τm {Ymt － WtHt － Ｒmt Kmt}，Tct = τc {Yct －
WtHt － ＲctKct}。

(四)市场出清

根据上文分析，在两类企业产出等于总产出(Yt = Ymt + Yct)条件下，劳动要素市场、资本要素市

场、技术稳定产品市场、技术创新产品市场等四个市场取得出清状态:Ht = Hmt + Hct，It = Qm［Kmt +1 －
(1 － δm)Kmt］+Qc［Kct +1 － (1 － δc)Kct］，Yct = Ct + It，Ymt = GPt + Yc －mt。其中，Hmt和 Hct分别是第 t 期居

民部门针对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的劳动需求而提供的劳动供给;Kmt和 Kct分别是第 t
期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的资本要素需求;Yct 是下游技术稳定产品供给，即最终产品

供给，Ct 是最终产品消费，其他变量含义同上文。
经济体系中将面临来自于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技术研发投资、政府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政府经

济建设性投资支出等 3 个方面的随机冲击。假设上述 3 种外生随机冲击服从对数形式的 AＲ(1)

过程:

lnzt = ρz lnzt－1 + σzεzt (2)

lnGmt = (1 － ρGm) lnG*
m + ρGm lnGm( t －1) + σGmεGmt (3)

lnGpt = (1 － ρGp) lnG
*
p + ρGp lnGp( t －1) + σGpεGpt (4)

其中，G*
p 和 G*

m 分别为政府两种不同类型支出的稳定水平。ρz、ρGm和 ρGp分别反映了创新企业技术

研发投资冲击、政府技术创新支出冲击和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冲击的持续性，σz、σGm和 σGp分别描述

了以上 3 种冲击的强度。

四、参数校准与动态模拟

(一)参数校准

基于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差异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待校准参数可以分为两个子集:第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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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包含了文献的常用参数，本文参考陈昆亭等(2004)、Smets ＆ Wouters(2007)、刘斌(2008)、Miao
＆ Tao(2011)、Miao ＆ Wang(2014)、吕炜等(2016)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采用标准方法设定参

数值。第二子集包含了本文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政策参数和技术创新型企业研发投资比例参数，本

文用政府科技支出数据和本文选择的技术投入率均值较高的前 6 个行业的数据进行校准。其中，

本文对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的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数据求自然对数后进行 1 阶自回归，得到

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政策参数。根据本文第二部分选择的 2000—2016 年技术投入率在前 6 位的行

业数据，计算这 6 个行业技术投入的年度均值，然后求自然对数进行 1 阶自回归，得到企业自身的

技术创新投资的技术冲击参数。本文模型参数的校准结果如表 3。
表 3 参数校准

参数 β σ η αc δc γ αm δm φ ω gmi

校准值 0. 99 0. 5 0. 227 0. 45 0. 025 0. 2 0. 6 0. 05 0. 125 0. 1 0. 03

参数 gci τm τc αG δG ρGp σGp ρGm σGm ρz σz

校准值 0. 027 0. 15 0. 25 0. 3 0. 09 0. 67 0. 33 0. 58 0. 45 0. 905 0. 13

(二)方差分析

在对政府技术创新支出的动态经济效应进行数值分析之前，我们对基准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

简要描述。表 4 给出基准模型的技术创新型企业产出、资本、资本利润率和技术稳定型企业产出、
资本、资本利润率对应的方差分解比率。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技术投资冲击、政府技术创新性支出冲

击、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冲击对上述变量的累计贡献率分别达到 97. 33%、79. 36%、80. 55%、
87. 95%、81. 05%、80. 71%，即本文模型下的政府支出冲击可以解释 70% 以上的产出和资本波动。
模型相关变量的相对变动大小比较符合实际经济数据排序。当然，基准模型也忽略了很多具有显

著影响的因素。
表 4 基准模型中相关变量的方差分解

技术创新型企业

技术创新冲击

政府技术创新

支出冲击

政府经济建设

支出冲击
累计贡献率

技术创新型企业产出 8. 32 48. 74 40. 27 97. 33

技术创新型企业资本 0. 88 21. 47 57. 01 79. 36

技术创新型企业资本利润率 3. 17 16. 80 60. 58 80. 55

技术稳定型企业产出 11. 39 37. 31 39. 25 87. 95

技术稳定型企业资本 2. 78 16. 53 61. 74 81. 05

技术稳定型企业资本利润率 3. 43 16. 56 60. 72 80. 71

(三)技术创新型企业创新投资的动态经济效应分析

校准相关参数后，我们分别从技术创新型企业相关变量、技术稳定型企业相关变量、社会总量

等三个层面分析技术创新企业的研发投资比率 zt 波动的宏观经济冲击效应。结果如图 1 所示。由

图 1 可知，技术创新企业的创新投资比率 zt 对不同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异，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型企业创新投资比率的提高对本企业经营改善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主

要表现在创新企业技术投资比率 zt 增加对创新企业的资本利润率 Ｒmt、资本规模 Kmt、产出 Ymt都具

有正向冲击效应，冲击效应在长期内方向比较一致且收敛于稳态。其经济含义在于，技术创新型企

业研发投资增加有利于创新企业资本利润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有利于创新企业的资本扩张;但

在短期内，由于技术创新投资对生产资本的挤出和经济效率产生的滞后性，产出增加幅度较低。二

是技术创新型企业创新投资比率的提高对技术稳定企业的经营具有负向冲击作用。这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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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企业技术投资比重 zt 增加对技术稳定型企业的资本利润率 Ｒct、产出 Yc t具有较为显著的负

向冲击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技术创新企业资本利润率提高时，必然挤占了位于下游的技术稳定

型企业的利润，对技术稳定型企业资本利润率形成负向冲击;同时，技术创新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时，

技术稳定企业为了维护产出可能会加大资本投入，形成正向冲击。这一冲击效应一定程度上解释

了两类企业竞争时产生的“非此即彼”的挤出关系，但由于本文模型中两类企业产品销售关系的假

定限制，这种挤出作用也较为有限。三是技术创新型企业创新投资比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资本利

润率，但短期内可能对产出增加不利。这主要表现在创新企业技术投资比重 zt 增加对总的资本利

润率 Ｒt 具有正向的冲击作用，而对社会总产出 Yt 具有负向冲击作用。其经济含义在于，一个经济

体在从粗放投资型经济转向技术创新型经济的过程中，产出质量可能提高、资本利润率可能提高，

但短期内产出数量不一定有所增加，如果仍然单纯追求常规性投资扩张带来的产出数量的增长，则

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转型。

图 1 技术创新型企业创新投资 zt 的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应

从模拟结果可初步得到三个认识:一是居民根据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的资本利

润率进行资产结构配置，进一步决定了两类企业的融资约束、资本结构和发展速度，不同创新属性

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与资本结构共同决定了一国总的资本利润率。总的资本利润率又会对居民投资

规模产生反馈机制，并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劳动。二是创新企业提高技术研发投资比率，在短期

内并不一定能实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但在优化社会资本结构、提高总资本投资效率和总资本利润

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三是由于本文研究切入点在于居民投资结构和两类企业资本比例，所得结

论显示出此时的经济发展模式仍是投资推动型，而不是消费推动型，在推动形式上表现为从粗放投

资型转化为技术创新型。
(四)政府技术创新支出经济效应及传导机制

首先，本文考察政府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 Gmt 变化对企业创新支出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

应，结果如图 2。分析图 2 可知，政府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 Gmt对技术创新企业相关经济变量和其

他宏观经济变量主要具有正向冲击效应。这表现在 Gmt增加 1%时，引起技术创新企业的资本利润

率 Ｒmt、资本规模 Km t、产出 Ym t在短期分别增加 1. 8%、1. 6%、0. 12%，引起总的资本利润率 Ｒt、总资

本规模 Kt、总产出 Yt 在短期内分别增加 0. 14%、0. 13%、0. 14%。但对 Gmt对技术稳定企业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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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 Ｒct和产出 Yc t具有一定的负向冲击效应。
进而，本文考察技术创新企业不同的创新投资率(z 取值分别为 0. 05、0. 1、0. 15)时政府技术创

新性投资支出 Gmt变化对企业创新支出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应，结果如图 3。分析图 3 可知，政

府技术创新支出效果与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投资率水平具有一定的联系:当创新企业技术投资率较

低时，政府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的正向作用较为显著;当创新企业技术投资率增长到一定水平，政府

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对有关经济变量的正向作用相比较而言有所降低;当创新企业技术投资率继续

上涨到一定水平，政府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对有关经济变量的正向作用会大幅增加。例如，z 为 0. 05
时，政府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 Gmt增加 1%，可冲击 Ｒmt提高 3. 6%、Kmt提高 1. 3%、Ymt提高 0. 59% ;z 为

0. 1 时，政府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 Gmt 增加 1%，可冲击 Ｒmt 提高 0. 1%、Kmt 提高 0. 03%、Ymt 提高

0. 01%，与 z 为 0. 05 时的冲击效果相比，作用反而降低;z 为 0. 15 时，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 Gmt 增加

1%，可冲击 Ｒmt提高8. 9%、Kmt提高3. 2%、Ymt提高1. 5%，与 z 为0. 05、0. 1 时的冲击效果相比，作用明

显提高。这意味着，政府为了提高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的效率，可根据创新企业的技术投入率考虑配

套的财政创新资金，当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投资率高于一定水平时，政府才进行有力的技术创新投资

支持，这样也可以预防逆向选择风险以及企业的传递市场竞争信号行为和攫取优惠政策套利行为。

图 2 政府技术创新支出 Gmt的经济冲击效应

(五)政府技术创新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的动态经济效应比较

本文分别从技术创新型企业相关变量、技术稳定型企业相关变量、社会总量等三个层面分析政

府支出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政府技术创新支出 Gmt和经济建设支出 GPt的冲击下，各相关

变量的冲击响应如图 4。
由图 4 可知三个层面的经济含义:一是政府技术创新支出增加对技术创新型企业的资本利润

率 Ｒmt、生产资本 Km t、产出 Ym t具有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但如果以单位政府支出所增加的产出数

量大小为标准，政府技术创新支出 Gmt的作用小于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其原因在于:随着科技的发

展，发明新科技的成本越来越高，从而技术创新投资的边际收益显著递减，通过研发投资实现技术

创新所带动的边际产出越来越小，短期内小于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了现实中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Tong et al．，2014;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二是政府技术创新

支出增加对技术稳定型企业的资本利润率 Ｒct和产出 Yc t具有负向冲击作用。这意味着政府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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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创新企业不同的创新投资率时政府技术创新支出 Gmt的经济冲击效应

图 4 政府技术创新支出 Gmt和政府经济建设支出 GPt的经济冲击效应

新支出增加(政府经济建设支出比例必然减少)，并不能推动技术稳定企业资本利润率和产出的提

高，甚至会导致它们的减少。可见，政府对技术创新企业的支持有助于技术稳定企业的市场退出。
三是综合来看，政府技术创新支出和经济建设支出增加都有助于总资本利润率的提高、有助于总资

本的积累和总产出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技术创新支出对社会总产出的推动效应小于政府

经济建设支出。因此，在政府支出规模没有显著增加的条件下，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就不得不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率。

五、进一步解释

从企业异质性角度研究宏观经济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探索，例如企业产品异质性(Khandelwal et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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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11)、企业产权管理异质性(孙文莉等，2013)、企业国别异质性(李力等，2016)等，还需要研究

的是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企业技术创新具有异质性。特别是从国家创新战略和企业持续创新周期的

角度，区分企业创新异质性不可忽缺，因为这一异质性通过企业的融资依赖、对政府技术创新政策

的反应等因素影响国家创新战略和创新政策的效果。
(一)企业创新异质性与融资依赖

不同创新性质的企业与外源融资的作用关系存在显著差别。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居民和银

行。居民和银行随金融市场波动及企业资本利润率变化不断调整投资行为，必然影响企业的经营

和研发投资。这对于技术稳定型企业，受影响可能就小，原因在于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技术稳定型

企业经营业务成熟，市场地位巩固，探索性风险较低，非常符合银行传统的资信评估，因此受传统银

行青睐与支持，即使在金融市场紧缩期，技术稳定型企业股价下滑，银行也会优先选择此类企业进

行贷款支持。二是技术稳定型企业研发投资压力、研发空间和创新依赖较小，原有的创新研发投资

比例很低，在经济紧缩时，对技术创新投资影响也较小。而对于技术创新型企业，经济金融紧缩时，

销售利润下降、内源性融资短缺，而且受公司估值和银行资信评估制约，难以获取外源性融资，面临

强大的技术创新资金需求压力。
(二)创新异质性企业对政府技术创新支出的反应

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对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政策的反映有所不同。技术稳定型企

业主要依赖于生产成熟产品的利润，对于技术创新需求的迫切程度较低，对获取政府创新支出的愿

望和响应技术创新的行动则较为平淡，政府创新支出的政策效应就不显著;技术创新型企业主要依

赖于创新技术和企业扩张，对技术创新和市场认可的需求更为迫切，对获取政府创新支出的愿望和

响应技术创新的行动则较为强烈，政府创新支出的政策效应就更为显著。同时，政府对技术创新型

企业的支出的风险也较大，不仅由于技术创新失败的概率较高，而且由于创新企业的套利行为更显

著，在面临较大的研发失败投资成本时，企业决策者在过度自信、损失厌恶、证实偏差等心理影响

下，更多表现出“恶性增资”①和“承诺升级”②行为，此时会减损政府技术创新支出的政策效果。因

此，政府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时还需考虑企业创新属性、创新企业风险套利行为和政策具体实施

的方式。
(三)提升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效率是长期趋势

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是助推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措施，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本国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但兼顾到政府预算规模的限制和部门职能分工，明确政府技术创新支出的重点领域、提高政

府技术创新支出效率和回报率是长期趋势。分析美国 1959—2007 年的相关数据( 详见图 5) 可以

看出:1981 年之前，政府研发支出占研发总支出的比重都在 50%以上，1965 年该比例约 70%，这说

明政府在引导、扶助企业创新研发、促进本国科技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82 年之后，美

国政府研发支出占研发总支出比重逐渐降低，2007 年降低到 30%左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

研发支出回报率却一直为上升趋势，到 2007 年回报率为 5. 74%，从 1967 年之后就一直高于私人部

分研发回报率(一直徘徊在 1%附近)，这说明政府研发支出不仅对重点领域的技术进步至关重要，

而且可以取得更高的回报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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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恶性增资，指一个项目投入大量资源后发现完成该项目取得收益的可能性很小，在各种客观信息表明应放弃该项目的情

况下，经理人仍然继续投入额外的资源。
承诺升级，指决策者对自己负有责任的项目，更具有一种动机要证明其决策的正确性，并期望从对这个失败项目本身的

追加投资中得到挽回。



图 5 1959—2007 年美国 Ｒ＆D 支出资金来源结构及回报率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企业创新行为差异的事实，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得出:(1)由于行

业技术投入率的不同，把相应行业的企业分别为技术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居民根据技术

创新型企业和技术稳定型企业的资本利润率进行投资结构配置，进一步影响两类企业的资本比重。
(2)技术创新企业提高技术研发投资比重，短期内并不一定能实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却有助于本国经

济体系从传统的粗放投资型转化为高质量的技术创新型。(3)政府增加对创新密度较大类型企业的创

新投资支出，可以缓解企业研发投资成本，提高创新速度和技术水平，使社会总产出、总资本增加。(4)

无论是提高政府经济建设支出还是提高政府技术创新支出，都有利于推动产出的增加，对企业技术创新

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具体影响效果还取决于企业创新密度。而且，政府技术创新支出对社会

总产出的推动效应小于政府经济建设支出，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率。
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进一步提升原创性技术创新的效果需结合企业的实际创新行为和

创新密度，完善创新支出政策。概括而言，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根据企业创新技术水平和研发投

资行为，有重点地增加对创新密度较大的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支出，缓解企业研发投资成本压力，

提高创新速度和技术水平。二是根据企业创新行为、技术投资率水平和阶段性创新结果进行阶段

性扶助，减少创新前期投入、加大创新项目质量验收力度和研发成功后的激励。三是在经济新常态

背景下提升和扩展财政能力的空间有限，对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说，还需在

战略战术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做出具体安排(何德旭和于树一，2018)。因此，在保持经济平稳过

度的前提下，政府增加技术创新性投资支出、缩减经济建设性投资支出，不仅有助于实现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

供需动态平衡”的目标，而且可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助

推经济体系从粗放投资型转化为技术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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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Heterogeneity and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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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recent years，developing countries’convenience in us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has gradually
disappeared，and independ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approach．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generally adopted measures such as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ax cuts，
but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putes over the measures． The most important dispute has centered on whether a developing
country’s economic system，depending on the push of a construction investment，can be rapidly transformed into an
economic system domina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penditure while maintaining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Thi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olicy-related
implications for the effects of China’s govern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penditures on its economy．

To stud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penditures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other economic
effects，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in China’s industry technology input rate，we confirm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vestment behaviors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ies，test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funding support on
different firms’technology innovation investments through the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construct a simpl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at includes the innovative heterogeneous firms，and simulat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penditures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output．

We obtain four results． First，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China’s industry technology input rates，firm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echnologically innovative firms and technologically stable firms． A firm’s prof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l source of the increase in firm innovation investment，and the sales profit rat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eeing and promoting investment in firm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Ｒesidents carry out investment structur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capital profit rate，which further affects the proportion of capital of the two types of firms． Second，

the increase in Ｒ＆D investment proportion 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rms cannot rapidly drive the rise of output，but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from the traditional extensive investment type to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ype． Third，govern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penditures are the main external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increase
in firm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vestment，which significantly boosts thei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has an important
positive effect on macroeconomics development． When a firm’s ow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vestment rate is higher than a
certain level，the governmen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penditure is more effective． Fourth，although the government’s
increa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penditure has less of an incentive effect on the total social output than its economic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it is necessary to sacrifice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to some extent to build an innovative country．

Our paper makes 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we desig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s of technologically
innovative and stable firms，develop a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at includes innovation heterogeneity，

solve the output equilibrium，and examine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governmen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under
this framework，which sh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policy evaluation and reducing deviation in
future policy． Second，we study the impact of dynamic decisions about residents’capital investment structure on the change
in capital structure and firms’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nally，we divide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penditure and investment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 and analyze not only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 on firms’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vestment and output
function，but also the other macroeconomic effects． Through these effects，the government can rationally adjust the ratio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penditure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Keywords: Innovation Heterogeneity; Technology Steady Firm;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rm; Govern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penditure
JEL Classification: E03，E27，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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